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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的着力点是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机制和动力结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和利益理论出发，以利益自身结构中主客体二为一体的统一特性以及利益机制的双向动力传导功能为轴心，借鉴社会动力学中动力做功顺序原理，构建了双层互动的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模型来演示制度变迁中的内部驱动问题。本文是对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研究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制度理论关于变迁直接利益根源以及微观主体力量等洞识的一个初步综合，希望为理解制度变迁的生发动因、演进规律以及我国的改革进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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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度变迁是制度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制度研究的尖端核心问题。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关制度变迁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地位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而倍受关注，几乎任何一个制度变迁研究人员都无法绕开和回避对于制度变迁驱动问题的思考和探寻。

一、对制度变迁动力机制假说的一个简单回顾
从人类历史的演进角度考查，制度变迁的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且错综复杂的。理论界研究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理论观点也很多，不同的学派对此都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增长推动说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推动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的发生的动力源泉。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舒尔茨指出，尽管不具有普遍意义，然而经济学领域内的制度可视为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内生变量，因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制度变迁
。(舒尔茨,1968)类似地，拉坦也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
。（拉坦，1978,）

2.技术决定论
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认为新制度安排的出现是由于技术改进产生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主张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持这种观点的有凡勃伦、其追随者阿里斯及马克思。

技术决定论在老制度主义学派的著作中也是一个处于指配地位的观点。
（拉坦，1978） 

凡伯伦和他的追随者采用技术与制度的矛盾分析法，将技术视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态因素，认为技术创新过程是由其自身内在力量和历史必然推动的，技术是社会进步、制度变迁、文明形成的根本原因；阿里斯更将制度视为静态因素，认为制度是古代的、静止的，并且缺乏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组织上的可变性，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归功于市场制度，是技术的发展才使市场的发展成为可能。进一步地，凡伯伦和阿里斯提出了老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主要纲领，“该纲领集中考察了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了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正如埃尔文·K·青格勒所言，在凡伯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辩证斗争与冲突导致了经济与政治被慢慢地置换于替代，经济组织的体系经理料理是的变迁与调整。
（青格勒，1974）

有趣的是，不仅在老制度主义那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因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技术的变迁也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
（拉弹，1978）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推动了制度的演进和变迁，生产方式的变化——主要是技术的变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并导致制度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和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所带来的生产潜力却不能再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结果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去替代现有的体制并创立出能把新技术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新型制度形式。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相信生产力提供了社会制度变迁的更为基本的动态力量，社会制度演化和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得发展。

3.制度自我循环累积说

制度自我循环累积说主张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首推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和罗伯斯·托马斯教授。在其二人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
（North&Thomas,1973）诺斯和托马斯不同意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
（拉坦，1978）并进一步分析道，所谓经济增长就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恰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表现，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决定原因始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只有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的进步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因此是制度决定技术。

4.技术与制度双线互动论

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单线”说不同，技术于制度双线互动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关于技术或制度变迁得相对优势的观点一般不具有生产性的”，
（拉坦，1978）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看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拉坦是这一假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有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拉坦，1978）他主张，“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依赖性很高，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得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拉坦，1978）其实，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的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经济学框架就既包含技术创新因素又包含制度创新因素。

5.预期利益偏好说

很多经济学者都是从预期利益偏好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因的，其中以戴维斯和诺斯1979年的经典文献《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丹尼尔·布罗姆利教授1989年的专著《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和我国杨瑞龙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论文《我国制度变迁转换方式的三阶段论》为代表成果。

戴维斯和诺斯从外部收益的来源入手，认为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外部收益的出现和变化“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他们的制度安排”，是制度变迁的动因来源。“从理论上讲，有许多外部事件能导致利润的形成。在现有的经济安排状态给定的情况下，有些利润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将这些收益称之为‘外部利润’”
。（戴维斯、诺斯，1979）在1979的一篇论文中，戴维斯和诺斯分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五种因素，即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以及制度装置并指出，制度变迁就是指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经各级主体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以像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戴维斯、诺斯，1979）此外，诺斯教授也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这些论断无疑是利益偏好说的最透彻的阐发。

丹尼尔·布罗姆利教授对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是围绕“制度交易”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在他看来“当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现存的制度结构就会变得不相适宜。为对新的条件做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以致于使它们与新的稀缺性、新的技术性机会、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和新的爱好于偏好保持一致。”“在对新的经济条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意在确立新的制度安排的活动，我们称之为制度交易”
。（布罗姆利，1996）布罗姆利认为，“导致制度交易的偏好会增加特殊集团的利益，从而表现出，作为要求，它会反对现行的制度结构。这种要求企图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由此提出一种新的、于此不同的行为准则或所有权结构。”
（布罗姆利，1996）为此，布罗姆利提出了四种制度交易的概念，即提高生产率、直接增加货币化净所得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同时明确指出“这些制度交易会作为对新的经济条件和机会的自动反应而出现，或者它们会由于缺乏自动的变化以致于外部强制而出现”，“这类制度变迁的产生背景对于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是至关重要的”。
（布罗姆利，1996）换句话说，在布罗姆利看来，使人们对于利益的偏好引起了对制度交易的偏好，进而引起了制度变迁。

类似地，我国学者杨瑞龙教授在98年发表的《我国制度变迁转换方式的三阶段论》一文中指出，“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技术等的变化，就会打破原有得制度均衡，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产生制度要求”，“如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
（杨瑞龙，1998）显然，杨瑞龙教授是从制度变迁的供给和需求双方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发生的，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利益偏好是制度变迁的动因，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已经隐含了人们对利益偏好的追求是制度需求产生的诱因，进而会在制度供给方存在的情况下引起制度变迁

6.利益集团论 
   奥尔森是第一个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确切地说，他的利益集团理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是围绕国家之兴衰而展开的。然而从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两部著作中，我们不难辨析出，在奥尔森眼中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利益的需要，利益集团给予利益一致性而产生。由于新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旧制度更好的利益，因而人们希望或采取行动使制度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行动就来自于联合起来的集团。进一步地，他得出结论，制度变迁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他既不认为制度完全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博弈，才是决定一个制度优劣的根本原因；也不认为制度完全是自然演进的，因为利益集团显然是一个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并且具有明确利益目标的主体”。
（程虹，2000）

以上的诸种假说都只局限于从几某个层面和角度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但大都未能揭示制度变迁的本质和根本动因，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这一论断更具本质性、一般性和科学性，它阐明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基本制度或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推动这些变迁的深刻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力量，是我们进行制度变迁研究始终应遵循的科学范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亦即社会的基本规则框架的变革，他对一般制度安排的变迁没有深入阐述，而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制度理论对于在既定社会基本制度或宪政秩序下的局部性的具体制度安排分析、对变迁直接利益根源的探究和对微观主体力量的阐述就显得略胜一筹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马克思制度范式与西方制度理论结合起来的话，就能够找到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变迁动力框架。

二、一种基于需要-利益理论的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分析

实际上，制度变迁是错综复杂和多种多样的，其发生动因不可能只有某几种原因，也不可能仅存于某几个领域之内。这里我们将制度变迁的动力分为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内因主要取决于以人们的需要和利益不断得到满足和由预期利益引起的利益冲突不断得到缓解为内在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外因则主要指诱发性环境的变化，如新技术的发明、人口的变化、自然资源禀赋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冲击、文化传统的变迁、政治法律军事环境的变动以及来自国外的影响等外部因素。我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内在动因，二者利用利益自身的双重结构实现动力传递。利益机制是制度变迁动力结构中动力传递机制，而利益冲突是诱发制度变迁的最直接动因。外部因素的变化通过改变各级主体的效用和预期、引发利益冲突并借助利益动力机制影响制度变迁的生发和进程。这里，我们暂不考虑外部因素，仅对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机制做以分析。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社会动力的做功顺序是：最终动力-思想动机-历史活动-社会现象，对此，恩格斯也有类似的论述。受到这一理论的启发，对于制度变迁动力问题我们将采取如下的分析框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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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作用演示图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和“最终动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矛盾作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最伟大力量，其中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当物质生产力与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替代了现有的体制并创立出能把先进生产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主体力量——人——进行社会活动包括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制度变迁在内的内在动因和“思想动机”。按照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它与生命同一，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需要会以意识和思想动机的形式指导人的活动，成为其行为的欲求动因。“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因此，人的需要是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始推动力。同时，根据马克思的利益理论，利益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和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因对需求对象的依赖而产生的相互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人的需要采取了利益的形式，利益是人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尤其是经济关系中的体现。因此在社会关系中，“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我们唯一的推动力”。
（爱尔维修，1963）进而我们认为，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实践的最深厚内在动力和“思想动机”。

当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需要的满足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内容和利益客体的发展水平、实现方式及实践程度是由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实践水平决定并随者其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

再次，外部利润的出现和预期利益驱使下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制度变迁主体动力产生的直接原因。外部利润是指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其出现由相对价格变化引起，是一种制度的不均衡的表现；外部利润的出现，又通过影响人们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而导致社会各级主体利益冲突的加剧。这样，在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的条件下，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面对来自于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和剧烈的利益冲突，就会产生为获得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行为，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对外部利润的追逐和利益冲突的刺激直接推动了制度变迁主体动力的产生。
最后，既然利益是推动人们推动制度变迁和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动机，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推动主体活动的动力的利益如何转变为在整个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动力，即利益的动力传递机制问题。我们认为，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主体动力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的客体动力是一致的，是可以转化的，这是由利益自身的结构所决定的。

一般认为，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一个两位一体的统一体，既包含有利益主体，又包含有利益客体——利益主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以便直接或间接地追求自身社会需要满足的人；利益客体则指利益主体追求并实现满足的客观对象。对利益客体的占有关系既决定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与利益主体关系一起构成了利益关系。换句话说，利益关系包括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二者辩证统一于利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当生产关系与发展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二者矛盾激化的时候，生产力对原有生产关系的剧烈冲击会加剧物与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并通过利益自身双重结构的动力传递，将之展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形成利益冲突。这样，在利益追求的刺激和利益冲突的作用下，人们出于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对新制度的期望，形成制度调整变迁的“思想动机”和主体动力，这种主体动力又通过利益机制传递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实现了制度变迁的主客体动力即自身利益需要的驱动力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相互连接、统一与转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制度变迁的客体动力与主体动力间的传递，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这种动力传递过程是循环往复、贯穿于变迁过程的始终的。主体动力作用方向对客体动力作用方向之间的“背离”、“回归”乃至“逼近”，决定了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制度变迁就是在主客体动力之间动力传递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第二，作为行动的“思想动机”，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所融合成的一个总的力量，“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
，是“历史的合力”，并非各种社会力量简单的相加和统一。从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看，这个合力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支配，服从于总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也必将与生产方式总的运动规律相吻合。

三、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分析的现实启示

   以上就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需求-利益理论视野下对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的全部理论演绎。这个动力框架模式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构想和尝试，虽然它不够精致，但我们不难从中得到以下几点有益启示：

1.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只有以发展生产力为切入点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制度变迁的进程。

2.人们对需要和利益的追求是生产力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内在主体动因。因此，制度变迁和具体制度安排的调整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尊重每个人切身利益为主要手段，才能充分调动制度变迁主体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3.不是制度变迁主体的任何动力和努力都可能推动制度变迁的进程，制度变迁内部动力结构告诉我们，只有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历史演进趋势的主体动力和努力才存在实现或部分实现的可能。主体动力作用方向与客体动力作用方向的差异与调整，决定了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制度变迁就是在主客体动力之间动力传递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只有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与客体动力相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制度变迁的进程。

4.利益机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利益冲突是导致社会革命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因和直接主体动力。因此，利益是我们推动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操作工具和强大发动机。然而，利益冲突具有正负效用，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也可能是经济衰退和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我们在充分发挥利益的动力机制作用的同时，需要启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柳新元，2002）

制度变迁研究是一个前景广阔且关乎人类利益的课题，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对其中的动力问题做以初步的分析尝试，远没有涉及问题的关键和精要，只希望我们的研究尝试能够为理解制度变迁的生发动因和演进规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并对推动我国改革进程有所裨益。最后，我们以恩格斯关于如何正确探讨人类历史活动的奥秘一段论述结束全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业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者的群众及其领导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期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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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er Dynamic Mechanism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isual Field Of Marxian Theory Of Need an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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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China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in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The analysis emphasis of this paper is the inner dynamic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On the base of previous research , then the thoughts of the Marxian theory of need and benefit and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 sequence in social dynamics , an inner dynamic model of double stratum interact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hich is build on the two-for-one character in benefit-own constructer and the function of double dynamic transi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was set up to give us a demonstration of dynamic problem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s paper is only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ideas on institutions between Marxian Theory and Western Economics, aiming at offering an advisable theoretical frame for both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reform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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